
民间文学：转向文本实践的研究

户 晓 辉

摘　要：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往往用认识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文本实践问题，

认为民间文学的文本和语境是彼此游离的。２１世纪引入的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

理论，也仍被多数中国学者理解为一种理论认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而忽视了民

间文学转向实践科学的可能性。从实践研究的角度看，民间文学的文本实际上是人

们用民间文学的不同体裁进行叙事的表演行为本身。表演就是体裁叙事传统的互文

性通过表演行为具体化为动态文本的实践过程。只有把民间文学文本还原为体裁叙

事的表演行为，体裁和人共有的形式意志、表演者和观众的责任伦理以及民间文学

的实践特性才能被彰显，民间文学表演的 “这一个”文本和采录的 “这一个”文本

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实践上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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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的文本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关乎对民间文学特有

属性的认识，也直接决定着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实践原则和判定标准。２１世纪以
来，随着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的系统引进以及本土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

学者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出现了由文本返回语境的重要

转向。但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仍需要反思、批判和澄清。此外，在中国，尽管传统

的民间文学现象在不断式微，但 “民间文学”这个概念不仅没有像在欧美国家那样

随着传统现象的 “消失”而消失，而且大量的网络文学仍然被称为 “网络民间文

学”。① 中国 “民间文学”并非明日黄花，而是有其现实指涉和理论需求，它的深层
含义和内在目的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掘和深入的领会。民间文学的文本问题就是这

方面的一个显著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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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新敏：《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 《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徐钊、宁胜
克：《网络传播与新民间文学》，《当代传播》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冯秀英：《信息化背景下
民间文学理论体系重构的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等等。



一、中国民间文学的物化文本观及其成因

回顾民间文学学科史，不难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学者大多把

民间文学看作从生活中抽出来的孤立文本。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活鱼是要在水中

看”① 到８０年代的立体民间文学说 （民间文学是 “活在水里的有生命的鱼”），② 都

把民间文学的文本和语境看作鱼水关系，也就是把它们都理解成现成的物。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采录并陆续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尽管 “时间跨度如

此之大，产品数量如此之多，声势极为浩大，成果卷帙浩繁，这在中国乃至世界

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③ 但其基本理念仍然是物化文本观的一种反映和体现。

２１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研究界出现了由文本返回语境的重要转向，有学者把民

间文学看作一种 “活动”，④ 更多的学者 “注重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
程”。⑤ 由于文本化和语境化过程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因此，民间文学文本的内

部机理以及从口头到书面的形成机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揭示和研究，学者们也

对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文本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反思。例如，傅玛瑞认

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贡献在于：“就口头传承的书面化这一问题而言，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可供研究，有如此众

多的可能性可以用来检验 （它们的本真性），有如此斑驳多彩的理论知识和民俗

志描写作为参考”，⑥ 但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具体的文本化过程也存在着一定

的问题。比如说，吉林省的民间文学搜集者康庄 “使得讲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可以用书面的形式再现和保存”，但 “他选择了将多个类似的文本进行综合整理

的方式”。⑦ 在研究彝族史诗的汉译过程以及从口头到书面的整理过程时，巴莫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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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魁立：《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
第１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４０页。
段宝林：《立体文学论———民间文学新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页。
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学术价值的认定与把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例如，万建中认为， “民间文学是一个区域内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和传播口头文学的活
动”。（万建中：《民间文学的再认识》，《民俗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
转型》，《民俗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傅玛瑞：《中国民间文学及其记录整理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

５期。
傅玛瑞：《中国民间文学及其记录整理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

５期。



布嫫也认为： “民族志诗学与民俗学在表演研究中共享某种学术关注的同时，他
［它］们的探讨也同样面临着一个阻碍着研究的方法论难题———民俗学文本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ｔｅｘｔ）。因为，仅次于民间口头艺术本身的，就是民俗文本，换言之，口头
艺术的记录，是民俗研究的中心问题。”① 通过对彝族史诗文本被记录、转写甚至
改写的个案研究，她提出了文本格式化的问题，“‘格式化’的典型表征是消弭了
传统主体———传承人 （民众的、表演者个人的）的创造者角色和文化信息，使得
读者既不见林也不见木，有的甚至从 ‘传承人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ａｒｅｒ）
这一最基本的 ‘产出’环节就剥夺了叙事者———史诗演述人、故事讲述人、歌手
———的话语权力与文化角色。因此，在不同的程度上，这种剥夺是以另一种 ‘身
份’（编辑、编译人、搜集整理者等等）对 ‘传承人身份’的忽视、规避，甚至置
换”。② 这就表明，民间文学文本的整理、转录 （写）过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
是一个实践问题。
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把它仅仅看作

一个理论和认识问题。例如，贾芝曾指出：“搜集民间创作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需要有极大的耐心，需要经过不断地探索，反复地记录、比较、研究，才能在
大量占有材料中整理出一些比较完美的作品。有时碰到会讲故事的人，或好歌
手，可以一下就遇到完美的作品，这也是常有的，但并不总是这样，而且更多
的情况不是这样。”即使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收集、整理工作中，也仍然
存在着 “在大量占有材料中整理出一些比较完美的作品”③ 的情况。当讲述人
的讲述不完整或不够完整时，采录人该怎么办？是遵循逐字逐句地忠实记录的
原则，还是为了 “这一个”文本的理想形式或 “完美”形式而允许修改、加工
甚至 “改旧编新”？中国学者曾反复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以今天的学术伦理标准
来看，采录人用整理加工过的 “这一个”文本代表或代替当地讲述人某次表演
的 “这一个”文本，显然是不行的；但如果采录人把当地几种不够理想的异文
合成为一个理想异文，作为当地某个民间文学体裁的 “这一个”文本，是否具
有合理性呢？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其出发点往往仍然是把文本看作 “物”，把
“语境”理解为民间文学的外在表演场所或讲述环境，仍然把文本与语境视为彼
此游离的 “两张皮”，而且把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变成了寻求因果关系的实证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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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 （下）———以彝族史诗 〈勒俄特依〉的
“文本?录”为例》，《民族艺术》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巴莫曲布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 （下）———以彝族史诗 〈勒俄特依〉的
“文本?录”为例》，《民族艺术》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贾芝：《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
集整理问题》第１集，第２１７页。



因此，一方面，民间文学文本仍是在表演过程和活动中传承的现成物，这就使
民间文学文本与动态性、未完成性和开放性这些本质特征处于分离状态；另一方面，
这种物化的文本观没有看到民间文学体裁叙事实际上是一种实践行为，表演行为①
与文本也是一体关系，因此，它既遮蔽了表演行为或文本的形式意志，又忽视了表
演者和观众的责任伦理，更难以对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两种 “这一个”文本作出实
践的区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代民间文学文本观念和实践标准的混乱。尽
管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在现实当中，文本与语境水乳交融，一旦文本抽离了语境，
其意义也就丢失了，② 但文本和语境仍然没有被看作实践行为，而是继续被看作理
论认识对象。
其实，民间文学的文本也好，语境也好，不是人们用来认识事物的工具，而是

人们在生活中的实践行为。只有从认识研究转入实践研究，我们才能更深入、更切
实际地理解和把握民间文学的文本问题。

二、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及其边界

无论传统的民间文学还是现在的网络民间文学，其文本总是在生活中被表演、
被讲述的一种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日常叙事或历史叙事与民间文学的艺术叙
事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进入民间文学的体裁，而后者则进入了民间文学的各种体
裁。进而言之，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是一种行为，是以体裁行事的实践。因此，民
间文学的文本也不是名词层面上的各种体裁，而是动词层面上的体裁叙事行为。以
往学者对民间文学体裁本身的来源、分类和属性等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功不可没，
但多是对名词层面上的体裁的理论研究。本文试图研究民间文学使用体裁的实践行
为，也就是对动词层面上的体裁行为的实践研究。民间文学文本实际上就是人如何
用这些体裁行事，用体裁行事的实践就是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行为，这是民间文学
体裁叙事的一种语用学。③
在日常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中，民众总是能够置身于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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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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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王杰文所指出的，“表演是民俗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方面，它指的是特定的交
流情境中特定文本被赋予生命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仅仅是行为与活动的代名词”（王
杰文：《戴尔·海姆斯与 “讲述的民族志”》，《温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本文的
实践研究正是在行为的意义上指代 “表演”，不对 “表演”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划分，而
是把 “表演”与 “表演行为”当作同义词使用。
王杰文：《“语境主义者”重返 “文本”》，《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奥斯汀指出，我们越是不把一个陈述看作一个句子 （或命题）而是看作一种言语行为，
我们就越是在把整个事情当作一种行为在研究。（Ｊ．Ｌ．Ａｕｓｔｉｎ，ＨｏｗｔｏＤｏ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Ｗｏｒｄ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２０）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
就是一种言语行为，即以体裁叙事的实践行为。



大传统并且不断地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小传统，这些小传统被不同地区或不同族群冠
以不同的称谓，而且在日常使用的实践过程中也会得到或清晰或模糊的区分和识别。
这也是一种实践的分类，正如万建中所指出的，虽然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都是学者
定义的，但：

的确是民间自古就有的恒常的 “说”和 “唱”的方式。在民间， “故事”
可能不叫故事，但决不会和歌谣相混；在出嫁仪式上，新娘可能唱哭嫁歌，
但决不会讲嘲讽笑话，民众对自己拥有的民间文学，有比较清晰的文体意识。
民间文学各种体裁的界定之所以比较明确，在于民间 “说”和 “唱”各种不
同方式的审美期待视界是相对稳固的。①

这就意味着，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行为传统至少可以分出两个不同的层次：
首先，民间文学迄今使用的体裁种类毕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尽管不同地区或
不同民族可能给同一种民间文学体裁起了不同的名称或者可能有笼统的称谓，但
是，民间文学迄今使用的故事、歌谣、传说、史诗、神话、谚语、笑话、童话等
体裁形式毕竟具有跨文化、跨地区和超时空的稳定性和相似性。这些作为类型的
体裁叙事行为传统就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大传统。其次，每一种作为类型
的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传统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又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小传统

或者被冠以民族性的、区域性的称谓。这是作为类型的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
亚类型或小传统。
任何一种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表演都至少同时处在这两种传统之中。离开

了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民众也就无法 “以言行事”，也就难以
用不同的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来满足不同的现实需要和精神需求。简而言之，大
传统更多地是民间文学某种体裁类型叙事行为的共性，小传统主要是这种体裁类型
叙事行为在不同地区和族群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或个性特征。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
为的表演者总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共同作用下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并寻找变化和创

新的可能性。例如，湖北宜昌五峰长乐坪镇著名故事家刘德培 （１９１２—２０００）会针
对不同场合和听众讲述不同的内容并采用不同的民间文学体裁。在给大学里的师生
讲述时，他以吟诗联对、富有 “文气”的故事为主；在一般场合下给老百姓讲述时，
他多以生活故事、笑话和机智人物故事为主；对于妇女儿童，他多讲巧媳妇的故事
和富于幻想性的神话和童话；对于中青年人，他多讲笑话、寓言和地方风物传说；
对于老年人，他多讲历史故事和趣闻轶事。所以乡亲们评价他讲故事是 “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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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５页。



说什么话　见什么菩萨打什么卦”。① 浙江桐庐县的 “江南故事大王”吴文昶
（１９２８—２００２）则坚持认为，“不管到哪里，故事终究应该是故事”，② 而且创作故
事的诀窍在于 “头要小，肚子要饱，尾巴要翘”。③ 山西洪洞县侯村人对神话、
故事等民间文学形式没有明确区分，都称为 “古话”，但他们对神话和故事的讲
述时机、讲述态度和心理却有所区分。神话具有更大的神圣性，讲述人对它怀
有更多的敬畏感，在讲故事的晚上，就不大讲神话。④ 由此可见，尽管民众对
自己使用和传承的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往往认识得不够清晰和明确，但他们
对不同体裁叙事行为的用语习惯、套路、程式甚至形式等已非常熟悉，他们对
民间文学的不同体裁有实践的用法和分类。
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必须使用体裁，而体裁毕竟是有边界的、相对独立

的，这就决定了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界限，表演行为的界限也是民间
文学体裁叙事文本的边界。⑤ 即便是研究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表演理论，仍
然承认 “表演的标定”⑥ 和表演的边界，也就是说，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行
为虽然出自生活，但并非与日常生活浑然不分。尽管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行为
不断变异因而永远没有绝对的定本，但不能不承认，只有成为一种高超的语言
艺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
民间文学的 “文本”不是通过一次 “表演”的创作行为就完成并定型的同一作
品，而是由多次体裁叙事表演行为造成的异文，因此，民间文学的文本不仅是
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结果，而且是体裁叙事表演行为本身。民间文学文本的动
态性和变异性不仅是由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造成的，而且直接体现为民
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本身的动态性和变异性。民间文学的文本就是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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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林、余惠先：《从信息论看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
民间文化》第４集，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０页。
吴文昶：《我与故事的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吴文昶故事集》，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６４页。
汪世炎：《永不消逝的记忆》，桐庐县文学艺术联合会编：《我和 “江南故事大王”吴文
昶》，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１页。
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西安：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１页。
应当指出的是，当代民间文学的语境研究一方面经常模糊了民间文学文本的界限，另
一方面也忽视了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审美体验。承认民间文学文本有边界，
也就是承认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表演行为有边界，但这不等于否认这种边界在体裁叙
事的表演情境中经常 （尤其是口头讲述天然地）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或者说，
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能否定民间文学文本或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边界。
参见理查德·鲍曼：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２９页。



以言行事，就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本身。① 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
行为是作为类型的体裁形式在每一次具体的叙事行为中的具体应用和实现。民
间文学的文本就是一种用体裁来叙事和对话的言语行为本身，体裁形式的边界
决定并构成了这种体裁叙事表演行为或文本的边界。

三、作为文本的体裁叙事表演行为及其责任

当然，只有当体裁进入具体的讲述语境时，才能产生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
的每一次具体的表演行为或文本。也就是说，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表演与文
本的产生往往是同步的和一体的，只有对表演的记录也就是表演的后果才是民间
文学的 “作品”。传统的神话或史诗演述是表演，在网络上写故事、写笑话也是表
演。表演理论恰恰强调了民间文学的表演行为伦理，并且强调民间文学文本就是
一种交流方式和交流行为。
表演理论的提出者鲍曼认为，在 “讲述的民族志”② 领域，“表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一词一般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社会生活中对语言的情境化使用，二是指
一种熟练的、被特别标定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行为被用来展演，被对象化，
在某种程度上从语境中被提升出来，任由观众细细品味。表演让人负有交流的
责任，它为观众指定了对表演者的技巧和效果进行评价的责任。③ 在 《故事、
表演和事件：口头叙事的语境研究》一书中，鲍曼又明确指出，“简而言之，我
把表演理解为一种交流模式，一种言说方式，其本质在于承担起向听众展示交
流技巧的责任，在交流方式的指涉内容之上和之外，突显出达成交流的方
式”。④ 可见，首先，表演的本质在于把展示交流技巧的责任归于表演者，把品
评的责任归给观众或听众；因此，国外有学者认为，实际上，鲍曼把责任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当作界定 “表演”的一个关键术语。⑤ 其次，表演主要指言语
交流的方式；最后，表演理论意在强调或突出交流得以完成的方式，但强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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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正如鲍曼所指出的，“表演”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 “没有必要再从艺术性文本 （ａｒｔｆｕｌ
ｔｅｘｔ）出发，即在独立的形式基础上确认文本，然后将之重新置于使用的情境中，以便用
交流性的语词把口头艺术概念化。相反，按照文本所建立的方法，表演便成了作为口头交
流的语言艺术范畴的根本”。（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第１３页）
王杰文：《戴尔·海姆斯与 “讲述的民族志”》，《温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ｏｅｌ　Ｓｈｅｒｚｅｒ，ｅｄ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ｐ．ｘｖｉｉｉ－ｘｉ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Ｓｔｏｒ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３．
Ｊａｎｅ　Ｈ．Ｈｉｌｌ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ｔｈ　Ｔ．Ｉｒｖｉｎｅ，ｅｄ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６．



突出的手段是 “越过”其指涉内容 （在它之上和之外）。表演理论更关注的是交
流的形式而非内容。“我们非常需要的是：表演的一种形式诗学，依据话语的构
成性角色对社会互动和事件所做的民族志理解，对形式—功能的相互关系的清
醒认识”。① 鲍曼指出，在口头表演的民族志中，表演事件的地位和文本一样，
都是描述和分析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说，文本和表演事件共同被理解为社会行
为，研究者的关注目光转向了社会生活中艺术性言说表演的实际施行。口头文
学作为一种言语实践行为的表演事件被理解为言说艺术，其本质就在于被体验
的表演之中。因此，鲍曼特别强调了表演是一般与特殊的结合，每次表演既是
某个人表演的这一个文本，同时又是这一类文本。② 这里值得注意的要点是：
首先，口头文学的表演指被体验的表演，也就是被观众和表演者共同体验着的
表演，而不是没有被体验到的、受所谓外在时空环境决定的行为；其次，这种
表演是一种形式关系，因而对这种表演的研究才会是一种形式诗学；再次，在
这种表演中，文本和表演事件都被看作描述和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且它们都被
看作社会行为或言说实践行为。表演的双重含义是：艺术行为即民俗的实践和
艺术事件即表演的情境———包括表演者、艺术形式、听众和场景等。③ 文本和
表演事件都是民俗的实践。表演的情境只是为了分析和理解这种实践而划分的层
次，而非客观的原因。最后，研究这种被体验的表演的目的是理解意义，而不是
解释原因。更确切地说，是理解表演者和观众 （包括在表演现场的学者本人）对
这种表演的体验和理解，而不是为这种表演寻找外在的原因 （比如外在的时空因
素对表演的影响等）。
正因此，丹·本－阿莫斯才认为，语境研究代表从历史民俗学或比较民俗学向

“描述民俗学”的一种转变。④ 由此也带来了从以往的因果解释向意义阐释的转变，
语境分析并不解释民俗，而只是通过考察文本以及民俗在社会中的整体经验来阐释
民俗，它寻求的是意义而非原因。⑤ 这种整体经验是对语境整体和意义整体的体
验。⑥ 这无疑点明了语境研究可能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即它不是一种实证研究，
而是一种实践研究；它要研究的不是人们的认识活动，而是实践行为。尽管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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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Ｓｔｏｒ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１１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Ｓｔｏｒ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ｐ．１１２－１１５．
参见理查德·鲍曼：《“表演”的概念与本质》，杨利慧译，《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２期；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第４页。

Ｄａｎ　Ｂｅｎ－Ａｍｏ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Ｂａｓｃｏｍ，ｅ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１９７７，ｐ．３６．
Ｄａｎ　Ｂｅｎ－Ａｍｏ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ｖｏｌ．５２，１９９３．
国外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本质描述 （ｅｉｄｅｔ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是把某个经验领域孤立起来，



划分了语境的不同层次，但这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这种划分并不是要把语境物化
为各种外在因素的累积和总和，因为 “语境就是一种互动的现实”，① 这种以表演

为中心的分析恰恰是要用语境来显明文本与表演事件的整体观，也就是说，生活

中的口头表演 （包括文本和表演事件）都是一种实践形式和言说模式，它的本质

在于这种表演的形式而非表演的内容，对听众而言，“常常是故事如何讲述比故事
讲了什么更加重要”。② 语境就是表演活动的整体性和当下性，也是被体验的表

演及其形式和意义。以表演为中心，就是要关注这种语境的整体性和当下性，

而不是把语境拆分为鱼水关系，更不能把语境误解为主客对立的外在场所甚至

讲述环境。正如彭牧敏锐地指出的那样，鲍曼认为，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更大
范围来看，“表演”一词至少有三种有所重合又各有侧重的意义：第一，作为实

践的表 演，指 处 于 特 定 情 境 的 日 常 实 践；第 二，作 为 文 化 表 演 或 扮 演

（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的表演；第三，作为口头诗学的表演，指处于特定情境中口头互

动交流的艺术实践。鲍曼本人和大部分运用表演理论的民俗学家主要持第三种
表演观，国内介绍的表演理论也主要是第三种意义上的表演，这种意义上的表

演有其局限性。

无论如何，表演理论导致的范式转向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从历史到现

实的转向，“把民俗学转向为一门关注传统化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或者说传统在

现实中的实践的科学”；第二，“表演理论、以表演为中心的研究引起的另一个
重大转向是彻底颠覆了民俗研究中文本的中心地位。那些因为要与书面传统具

有可比性而被学者们构造、抽象、剥离出来的文本／事项，被重新放回到它们原

生的土壤中。文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次的事件、一个个的过程、一次

次的交流行动与实践，而当这些事件、过程、行动和实践包含着某种模式化的
表达传统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时，就是表演，也即本－阿莫斯所说的 ‘艺术性

交流’。很明显，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表演或事件、过程为中心，民众的日常实

践被总体地纳入了民俗学的视野”；第三，“使以往被忽略或至多留下姓名的民

俗传承人受到了重视”，具体而言，“当聚光在民俗文本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以后，
那些民俗的传承者、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就不再是历史抉择的偶然承受者而

承载着偶然的历史记忆；相反，民众因为主动地在生活实践中运用民俗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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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在思维、书写或对话的反思实践中的这些经验的本质，那么，鲍曼的理论就可以
被看作本质描述，即描述表演互动经验的结构以及表演经验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参见 Ｈａｒｒｉｓ　Ｍ．Ｂ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Ｇｉｏｖａｎｎａ　Ｐ．Ｄｅｌ　Ｎｅｇｒｏ，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Ｍｕｓｉｃ，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ｗｎ，ＣＴ：

Ｗｅｓｌｅｙ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ｐｐ．２９－３０．
①　Ｄａｎ　Ｂｅｎ－Ａｍｏ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理查德·鲍曼：《“表演”的概念与本质》，杨利慧译，《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地出现在了民俗学研究的地平线上。与民俗学者的田野经验相适应，这时的
‘民’，不再代表被抽象化的、由面目不清的个人组成的均质社区或群体，代表
着落后与愚昧，‘民’第一次呈现为有血有肉的丰富的个人。人的因素、人的创
造性第一次和传统的力量相较量。人不再是被动的传统接受者。不是传统假借
文本为化身游走于、飘荡于个体之间，而是由于人的主观选择，传统才能延
续”；第四，“以表演为中心的研究实际上体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一种共
同的理论转向”，因此，彭牧还别具慧眼地指出，“将表演理解成实践这第一种
意义，实际上具有更大的理论潜力”，因为 “强调实践、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实
际上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如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
等从８０年代以来逐渐清晰的理论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学向表
演中心的转换，实际上预示着大范围理论变迁的先声”。①
事实上，表演理论的确蕴含着民间文学研究向实践科学转向的可能性，它

至少可以表明：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是一种交流实践形式，形式本身
也是一种实践，语境就是这种实践形式在当下的整体实现。实际上，鲍曼和布
雷德已经明确指出，以表演为中心的方法的核心在于，不再把口头传统看作文
本性的对象，而是看作社会实践，表演的最一般意义就是行动或实践，它的中
心是对语境中的口头艺术形式的主动运用。② 语境分析不是为了寻求语境的外
在因果关系，而是为了理解并体验语境整体的内在意义。所谓ｃｏｎｔｅｘｔ（语境）
就是ｃｏｎ－ｔｅｘｔ（共同文本）。“表演理论并不是把 ‘语境’当作一种固定不变的、
可精确描述的、外在的信息，而是一种生成中的、偶发的、互动中的关系”。③
民间文学的语境恰恰昭示出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或文本形式的互文性和整体

性关联。语境就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或文本形式的当下使用和具体实现。
对本文的论题而言，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表演必须使用特定的某种体裁。
只有当体裁进入语境时，它才能被具体化，才能获得具体的实现，也才能变成
体裁叙事的具体表演行为或具体文本。正因为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是一种
公共的实践行为，所以，鲍曼才以卓越的洞见认为表演的本质在于赋予表演者
和观众的责任：表演者有充分展示交流技巧的责任，观众则有品评这种技巧和
效果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传统的表演为表演者和观众赋予的
责任。因此，这种责任不是表演者和观众的主观心理中是否明确意识到或者是
否承认的责任，而是表演客观上要求的责任。换言之，这种责任不一定是实然，
而是应然 （条件）。因此，鲍曼说 “对表演的否认本身也许是对完全表演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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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牧：《实践、文化政治与美国的表演理论》，《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王杰文：《“语境主义者”重返 “文本”》，《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定”，① 对表演责任的推脱恰恰从反面彰显出表演责任的存在。鲍曼所谓表演的
责任，不仅包括表演者的责任和观众品评的责任，还包括表演者和观众共同对
传统的责任以及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相互尊重、彼此以 “你”相待的责任。②
责任之所以构成了表演的本质，恰恰因为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

需要复数主体参与的伦理实践和道德行为，民间文学的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公共表演
的伦理实践和道德行为，因此，表演的集体性实际上具有公共特征，表演者和观
（听）众在表演中都责任重大。正因为有了这种责任伦理，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行为
才可能有自由。

四、作为文本的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形式意志

既然对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实践而言，表演行为就是文本，文本就是表演
行为，那么，文本的边界也就是表演行为的边界，民间文学体裁叙事文本的异
文实际上也就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 “异文”。③ 一方面，每一个异文
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一次表演的 “文本”与每一次表演的文本之所以形
成了互文关系，恰恰因为每一个异文都属于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行为传统，都
受到这种传统的规定和制约，变和不变都发生在这种传统的内部。另一方面，
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行为与表演文本并不是一直处于一体状态，在表演结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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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第１５３页。
鲍曼的 “责任”概念不仅包括表演者对某次表演的责任以及观众品评某次表演技
巧和效果的责任。 “对表演进行品评的阐释性过程包含着对互文关系本身的运用，
这一互文关系由过去的表演构成，它为对当下的表演进行比较性评估提供了标准。
因此，表演者也对以往的表演负有责任，无论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衡量这
种责任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将表演与以往的表演相联属要求对二者之间的互文
关系进行校准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对于正确做法的责任感会促使表演者尽可能复制过去
的表演，以展示传统的权威性；同时，表演者也会使自己的表演与过去的传统保
持距离，这会凸显其表演的独特性”（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第

７９页）；由于表演者的每一次表演和观众的每一次品评都会以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
为传统为标准，所以，表演者和观众分别对共同的体裁叙事行为传统负有责任。
而且，“作为一种互动的结果，表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观众的协作参与”，而
且 “品评为吸引观众参与表演……开通了道路”（理查德·鲍曼： 《作为表演的口
头艺术》，第７８页），因此，这种责任自然也包含着表演场域人际关系的伦理责
任。正因如此，责任才是表演的本质。
鲍曼把口头叙事的表演看作文本 （ｔｅｘｔ）、被讲述的事件 （ｎａｒｒａｔｅｄ　ｅｖｅｎｔ）和讲述事件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ｔ）三者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Ｓｔｏｒ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７）；不过，本文是对表演的实践研究，因
此，暂不对表演做理论的划分。



后，被记录、录音和整理的表演文本能够单独存在。① 因此，在强调民间文学
体裁叙事行为的生活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体裁形式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这也就意味着，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不仅具有自身的形式，而且具有
自身的实践目的。它不是为了其他目的或者服务于其他东西，而是为了实现自
身的形式或目的。正因如此，瓦尔特·安德森提出了民间文学的自动修正律
（Ｄａｓ　Ｇｅｓｅｔｚ　ｄｅｒ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ｒ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即童话或故事在被反复表演时能够自动保
持或回到它的最初形式或原始形式；吕蒂也指出了民间文学的 “形式意志”
（Ｆｏｒｍｗｉｌｌｅ）、“风格意志” （Ｓｔｉｌｗｉｌｌｅｎ）或 “形式冲动” （Ｆｏｒｍｓｔｒｅｂｅｎ）。其实，
形式就是目的，形式意志也是目的意志。这种意志或冲动既属于民间文学体裁
叙事行为传统自身，也属于人，或者说，它们首先属于体裁叙事行为传统，其
次才属于人。② 因为决定形式的首先是体裁叙事行为传统而不是人。既然是体
裁叙事行为传统让人言说，那么，人也就具有了体裁叙事行为传统所赋予的形
式意志或形式冲动。
在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现场，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表演者以及听众

对特定民间文学形式 （目的）的追求、维护和经营。例如，朝戈金根据国外学
者和他个人的田野调查经验指出，优秀的史诗演唱者完成史诗表演靠的都不是
记诵或复诵而是创编，但是，口传史诗有其内在的、不可移易的质的规定性，
它决定着史诗传统的基本架构和程式化的总体风格。口传史诗传统中的诗人以
程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ｒ）的方式从事史诗的学习、创作和传播，歌手就像摆弄纸牌似
地组合并装配那些承袭自传统的 “部件”。③ 这些程式或 “部件”本身是形式，
而其组合并装配的规则同样是史诗的形式规则。吴语山歌歌手陆阿妹曾说：“山
歌只能唱七分，勿可以唱得有头有尾，唱一半，听一半，听听想想有味道；全
唱完，打碎砂锅纹 （问）到底，要弄僵；唱三分，别人勿相信格。”歌手对自己
唱的山歌形式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所以他们在 “调”（也有人称 “叼”）山歌
即在编创或演唱的过程中，随时将一些现成的山歌套式 “调”入正在编创或演
唱的作品中。“调山歌”是歌手们在长期的演唱过程中最经常使用的手法，也是
叙事山歌越唱越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常是在演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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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东伟、高有鹏：《作为艺术形式的民间文学》，《文化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尽管吕蒂认为，童话的风格意志更多地应该记在真正的童话创作者的账上，而且
另一种风格必定是另一种风格意志的表达形式，但他也指出，“支撑童话的不仅有
个人的艺术意志，而且在象征暗示的意义上，也有超个人的艺术意志”。 （见 Ｍａｘ
Ｌüｔｈｉ，Ｄａｓ　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ｓｍｒｃｈｅｎ．Ｆｏｒｍ　ｕｎｄ　Ｗｅｓｅｎ，Ｎｅｕｎ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Ｆｒａｎｃｋｅ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２，Ｓ．９２－９３，１０３）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 〈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７２—７８页。



程中的即兴发挥，也是在演唱过程中完成的。① 传统的客家单条山歌在格律和
词句上也有严格的规则，但在唱法上却很随意，反正你一条我一条，怎么唱都
行。② 这种演唱的自由尽管随意，却仍然遵循着山歌的形式，歌手们对此不一
定有多么明确的意识，但至少对其实践的用法谙熟于心。河北耿村的故事家
“靳景祥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听别人讲述的，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转述者，他
会对听来的故事进行思考，将不圆满的地方，想办法把它讲顺溜了。有些故事，
他听的时候，觉得前半部分好，就记着这部分，等听了别的有合适的，再给它
凑到一起去，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正是因为在故事讲述中，加入了自己的
深入思考，靳景祥的故事才得以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也使得他在耿村众多的
故事讲述家中脱颖而出”。③ 《江格尔》演唱艺人冉皮勒面对自己已经出版的演唱
文本时说了这样的话：“这好像不是我所演唱的 《江格尔》呀！这是跟其他江格尔奇
所说的混在一起了呀。这不是我所讲的 《江格尔》！” “我心里的愿望是，要是有可
能，将来把我演唱的就按照演唱的样子出版就好了。”④ 这些实例都说明，表演者
不仅有形式意志或形式冲动，而且有对完满形式或完整形式的守护和追求，他
们在表演过程中要力求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某种完满形式或完整形式，这是他们
的自由权利。
需着重指出的是，吕蒂之所以没把形式意志、风格意志或形式冲动完全归

因于人，是因为他并不在人的心理层面考虑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田野
调查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具体的情况。在心理层面，除了上述有明确形式意志的
讲述人之外，也有不关心形式问题的表演者。在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具体
表演过程中，表演者的心理是多变的甚至可能是捉摸不定的，当然这也是因人
而异的，有人想改变传统的形式而不能，有人不想改变已有的用语而不成。因
此，民间文学的形式意志、风格意志或形式冲动主要指的不是民间文学体裁叙
事表演者的心理动机，而是每一种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都有各自的形式规定
和形式目的，人对某个具体民间文学体裁的表演实际上 （无论在心理上是有意
还是无意）被卷入了这种体裁的传统。在这种体裁传统的规定下实现体裁形式

·９７１·

民间文学：转向文本实践的研究

①

②

③

④

郑土有： 《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７４、

２４０页。
徐霄鹰：《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９页。
林继富、李敬儒：《靳景祥故事讲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８０—８１页。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 〈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第１３０页。



的目的，无论表演者的主观心理是想创新还是守旧，无论实践的目的是否实现，
表演者在客观上都必须服从这种体裁本身的形式意志和形式目的。
从实践研究的观点来看，采录人与讲述人都有形式意志或形式冲动，采录

人整理出来的理想文本形式同样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一种表演。① 但是，
这里应该做进一步的实践分类和区别对待。由此，我们也可以重新领会毛星当
年针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记录和整理工作提出的深刻而辩证的观点。他认为，首
先，在口头创作中，即便是其中完美的作品，有些也经历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即开始时比较粗糙甚至很粗糙，经过长期不断的集体加工，才渐臻完好。其次，
即便同一个故事，不仅各人有各人的讲法，而且即便同一个人讲同一个故事，
每次的讲法也不完全相同。这就给忠实记录和整理工作提出了问题：

既然故事的讲述不那么固定，究竟忠实于一个人某一次讲述呢，还是
要忠实于民间的这一个故事

獉獉獉獉獉
。我的看法是，两个都要，后者是目标，前者

是基础。只讲忠实于民间的这一个故事
獉獉獉獉獉

，不讲要一次次的忠实记录，这里
所说的民间的这一个故事

獉獉獉獉獉
，岂不成为抽象的悬空的东西，而这里所说的忠

实不是也就失去根据了吗？如果只有一次忠实的记录，就认为把这个故事
的民间原貌完全记录下来了，也不妥当。因为，除了故事讲述者的巧拙和
所讲的粗细，还有这样的情况：讲故事的人由于记忆的错误或别的什么原
因，或者把有的内容讲漏了，或者在一个故事中甚至可能把别一个故事误
掺进来……这样，这一次记录，对于这一个故事

獉獉獉獉獉
的民间原貌来说，它的忠

实性就存在着疑问。那么，怎样才算忠实，忠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我
想，可以有最高的或较高的标准，也可以有最低的或较低的标准。忠实记
录故事讲述者的讲述，不加入自己的任何 “补充”，也不随便删削讲述者所
讲述的内容，这应该是最起码的最基本要求。在这一基本要求下，较多人
都容易作到的是，记录下所找见的任何一个劳动者的讲述，即使这一讲述
是比较粗糙、比较简单的。而有的人则不满足于这样的记录，不止记录一
个人的讲述，还记下较多人所讲的，并且选择故事讲述者，创造讲述故事
的良好条件，使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故事家兴高采烈地施展他的绝技，必要
时还请他讲第二次，讲第三次。比之前者，这样记录下来的故事，当然质

·０８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８期

① 例如，民间故事集 《野山笑林》的整理者黄世堂明确地说：“故事肯定改了的，完全原
汁原味肯定是搞不成的。民间文学的东西啊本身就是所有智慧的结果，讲一遍就增加
一种新的智慧，我整理了一遍，还不增加我的智慧吗？” （王丹： 《刘德方故事讲述研
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８页）



量高些，也就可能根据这样的记录整理出更忠实于民间的这一个故事
獉獉獉獉獉

的

稿本。我们要提倡后面这种作法。我想这似乎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应该采
取的作法。当然，这不一定是广大群众人人都能作得到的。因而，并不
因为提倡这种作法就否定前一种较多人所作的努力。即使是一个专业的
民间文学工作者吧，在不能采取后一种作法的情况下，也是只能记录个
别讲述者的比较简单的讲述的。应该肯定，即使是比较粗糙简单的讲述
的记录，甚至只是记下一个故事的线索，也是有一定价值甚至是不小的
价值的，只要不错误地把它当作民间的这一个故事

獉獉獉獉獉
的唯一的最完全的最

好的记录并因而排斥别的记录就行了。①

毛星虽然强调从完整形式上来判定 “这一个故事”，但他也同时承认每一个
具体的讲述人讲述的故事各有千秋，也各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一方面，
他并没有主张采用越俎代庖的加工、综合方法，而是坚持让讲述人自己保持最
佳状态，发挥出最好水平，从而采录到完整的甚至完美的 “这一个故事”。② 另
一方面，毛星在论述中潜在地保留了民间文学讲述人和采录人各自的权利，而
且没有让采录人的权利去侵犯甚至剥夺讲述人的权利。他所谓忠实的 “最高的
或较高的标准”以及 “最低的或较低的标准”主要不是理论的标准，而是实践
的标准。所谓 “忠实记录故事讲述者的讲述，不加入自己的任何 ‘补充’，也不
随便删削讲述者所讲述的内容，这应该是最起码的最基本要求”，其中暗含的忠
实原则不仅是 （理论上）忠实于原文，而且是 （实践上）忠实于故事讲述者；
所谓 “我们要提倡后面这种作法”，即 “选择故事讲述者，创造讲述故事的良好
条件，使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故事家兴高采烈地施展他的绝技，必要时还请他讲
第二次，讲第三次”，实际上就是让讲述人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主体性和创造
性，让他们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体裁叙事行为权利。
如果说，讲述人的讲述和采录人的整理都是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

那么，他们的表演行为都既有各自的权利也有各自的责任。进言之，一方面，
采录人当然没有权利以自己整理的文本代表甚至代替讲述人的文本，另一方面，
即使采录人有权利以追求文本形式的完整性和完美性为理由来整理甚至加工出

“这一个”文本，他或她也必须为此文本负责，而且他或她整理甚至加工出来的

·１８１·

民间文学：转向文本实践的研究

①

②

毛星：《从调查研究说起》，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 《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１
集，第１８１—１９４页，着重点原有。
中国民间文学采录者整理、记录的 “这一个”文本的理想形式不同于吕蒂研究的 （作
为某种体裁的）“这一类”童话文本的理想形式，它们分属不同的层次。



“这一个”文本只能代表他或她的 “这一个”文本，不能代表讲述人甚至讲述人
所在族群或地区的 “这一个”理想的、完整的文本。因为正如吕蒂所说，完美
的形式只是理想类型，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尽管采集人和讲述人都是某种
具体的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实践者，他们都被卷入了这种体裁叙事行为的
传统之中，都有传承的权利和形式意志，但他们的文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应该
各负其责的文本。也就是说，他们的体裁叙事表演行为应该权责分明，不能相
互越界。① 因为民间文学的文本实践涉及的 “知识社会学本来就应该是知识伦理
学”。②

〔责任编辑：许　航　责任编审：王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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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不过，由于吕蒂要研究的是某种体裁的形式，所以他认为，只有从许多讲述人那
里听到了同一个故事，收集人才能成功地确定普通民众的精神立场和创造力所在。
民间童话的讲述人常常从几个人那里听来了他的故事，在他本人讲述时要力求达
到最佳形式。同样，通过比较不同的异文，收集人和编者也几乎会自发地创造出
由此得到的理想形式。这种理想的形式只能通过比较相似的叙事来获得，而不能
像格林兄弟那样通过合并相对异类的异文来获得 （Ｍａｘ　Ｌüｔｈｉ，Ｄａｓ　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ｓｍｒｃｈｅｎ．Ｆｏｒｍ　ｕｎｄ　Ｗｅｓｅｎ，Ｓ．１００）。这就涉及了民间文学研究者和整理者的体裁
叙事行为责任的问题。
户晓辉：《童话的生产：对格林兄弟的一个知识社会学研究》，吕微、安德明编：《民间
斜事的多样性》，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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